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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世治学” 与本土管理研究: 跨界
合作的独特意义

□ 李　 平　 周是今

不识庐山真面目ꎬ 只缘身在此山中ꎮ
———宋􀅰苏轼 «题西林壁»

会当凌绝顶ꎬ 一览众山小

———唐􀅰杜甫 «望岳»

　 　 摘　 要: 本文是对 «从 “入世治学” 角度看本土化管理研究» (Ｖａｎ ｄｅ Ｖｅｎ ＆

井润田ꎬ ２０２０) 一文的评述ꎮ 该文通过两个深入浅出的实际案例ꎬ 阐述进行本土研究

的 “入世治学” (ｅｎｇａｇｅｄ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ｈｉｐ) 模型和方法ꎮ 基于该文观点ꎬ 本文进一步提

出ꎬ 为了通过 “入世治学” 有效进行本土管理研究ꎬ 还需要在研究视角、 团队组成

与理论建构等方面注重全球普适性与本土特殊性的平衡ꎬ 以及 “局内人” 与 “局外

人” 的平衡ꎬ 而达到以上两大平衡的关键因素是跨界人士的桥梁角色ꎮ

关键词: “入世治学”ꎻ 本土研究ꎻ 全球普适性ꎻ 本土特殊性ꎻ 局内人ꎻ 局外人ꎻ 跨界

非常感谢能有机会为 «从 “入世治学” 角度看本土化管理研究» (Ｖａｎ ｄｅ Ｖｅｎ ＆

井润田ꎬ ２０２０) 一文撰写评论ꎮ 这篇文章不仅再一次强调了本土研究的两个重要

性———既深化对当地现象的特定认识理解ꎬ 也能通过跨越文化边界推进一般理论知

识ꎬ 还通过两个深入浅出的实际案例ꎬ 阐述了进行本土研究的入世治学 ( ｅｎｇａｇｅｄ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ｈｉｐ) 模型和方法ꎮ 两个案例的背景可以说是 “大相径庭”ꎬ 一个是基于美国

情境下的创新管理研究 (明尼苏达创新研究项目)ꎬ 另一个是植根于中国情境的基于

“势” 概念的中国本土组织变革理论研究ꎮ 文章指出ꎬ “本土化” 管理研究的过程与

方法却是 “殊途同归” ———通过 “问题规划”、 “研究设计”、 “理论构建” 和 “问题

解决” 这四个研究阶段ꎬ 以 “入世治学” 的角度完成本土理论的构建ꎮ

我们非常赞同该文对 “入世治学” 与本土研究的基本观点ꎬ 尤其是以 “入世治

学” 作为切入口构建本土理论这一核心方面ꎮ 与此同时ꎬ 我们认为该文仍有两处观

点值得进一步探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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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ꎬ 我们认为此文采用 “本土化研究”

这一提法值得商榷ꎮ 一般而言ꎬ “本土化” 具有

两层含义ꎬ 也是本土研究的两大基本路径与方

式 (Ｌｉꎬ ２０１０)ꎮ 第一ꎬ “本土化” 常常含有将

舶来品进行本地化改造或重建的意思ꎬ 例如中

国佛教就是将印度佛教本土化的产物ꎮ 第二ꎬ

“本土化” 有时也可指从本土视角构建本土原创

概念与理论ꎬ 例如费孝通本土原创的 “差序格

局” 理念ꎮ 这类似 “情境化研究” 概念 (Ｔｓｕｉꎬ

２００６ꎻ Ｗｈｅｔｔｅｎꎬ ２００９)ꎬ 既包括外国理论在本国

的 “情境化” 修正ꎬ 也包括基于本土 “情境

化” 的原创研究ꎮ 然而ꎬ 以上两层含义所表达

的意思大相径庭: 前者反映研究者从外向内

(即从 “局内人” 视角转向 “局外人” 视角)

的可能性ꎬ 而后者则反映研究者从内向外 (即

从 “局外人” 视角转向 “局内人” 视角) 的可

能性ꎮ 这就需要研究者在具体研究项目中明确

说明其采用的具体路径与方式是两者其中的哪

一个ꎬ 否则就会带来不必要的概念混乱ꎮ 从原

文内容来看ꎬ 全文阐述的是如何通过 “入世治

学” 方式从某个具体情境出发构建原创理论ꎬ

其采用的两个案例也展示了从无到有的建构原

创理论的过程ꎬ 而并非是对某些 “外来” 理论

进行修改调整ꎮ 因此ꎬ 我们认为其基本路径与

方式是 “本土化” 的第二层含义ꎮ 为了避免误

解ꎬ 我们在本评论中去掉 “化” 字ꎬ 采用 “本

土研究” 一词ꎮ

其次ꎬ 在关于 “入世治学” 与本土研究之

间的内在必然联系方面ꎬ 存在进一步讨论的空

间ꎮ 我们认为ꎬ 两者的内在必然联系在于两者

均需从具体实践现象与情境出发ꎬ 探索实践活

动中涌现出来的原创洞见ꎬ 并在所涌现出来的

原创洞见基础之上建立原创理论ꎮ 因此ꎬ 两者

共享一个基本机制ꎬ 即将理论研究与实践活动ꎬ

或称理论概念 /推理与实践现象 /情境ꎬ 尽可能

地融合起来ꎮ 具体而言ꎬ “入世治学” 不言而喻

离不开理论研究与实践活动的互动融合ꎬ 而本

土研究也常常需要理论概念 /推理与实践现象 /

情境的互动融合ꎻ 虽然本土研究可以通过本土

传统哲学视角获取原创洞见ꎬ 但构建原创理论

仍然需要与现代实践现象 /情境的互动融合 (李

平ꎬ ２０１０ꎬ ２０１３ꎻ Ｌｉꎬ ２０１２)ꎮ 这一观点符合中国

传统阴阳平衡 (相生相克) 的哲学思想 ( Ｌｉꎬ

１９９８ꎬ ２０１２ꎬ ２０１４ꎬ ２０１６)ꎮ

相比 ２０ 年前而言ꎬ “中国本土管理研究”

已经不再是一个让人陌生的 “异类”ꎮ 在管理学

实践者的不断努力下ꎬ 随着一批以华为、 阿里

巴巴、 腾讯、 小米、 海尔为代表的中国企业在

国际上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ꎬ 中国经济在全球

经济发展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ꎬ 世界对

中国企业的兴趣也不断增强ꎮ 另外ꎬ 在广大华

裔和国内学者们的不断努力下ꎬ 中国管理学研

究ꎬ 无论从水平还是从内容上都取得了长足的

进步ꎮ 从某种意义上说ꎬ “本土管理研究” 已经

超越 “是否要做” 的问题ꎬ 而达到需要提出有

效方案指导 “怎么做” 的阶段ꎮ 基于 “入世治

学” 的思路ꎬ 以下我们将分享一些身为中国学

者对于本土管理研究的思考ꎮ

一、 全球普适性与本土

特殊性的平衡

　 　 本土管理研究对于现阶段的中国经济和企

业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ꎮ 以日本为例ꎬ 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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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二战” 结束后到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初ꎬ 国家

经济快速发展ꎬ 诸多明星企业吸引了西方管理

学研究者的目光ꎮ 但是无论是西方研究者还是

日本学者ꎬ 对于日本企业的研究基本上是从西

方视角进行观察ꎬ 一个通常被问到的问题是

“向日本企业学习什么?” 例如管理学大师德鲁

克 (Ｄｒｕｃｋｅｒꎬ １９７１) 在 «哈佛商业评论» 上的

文章 «我们能从日本管理当中学习什么?» 就向

西方管理者介绍了他所观察总结的日本管理的

特点ꎮ 在质量管理领域被奉为圭臬的 ＰＤＣＡ 循

环ꎬ 同 样 也 是 戴 明 和 爱 德 华 ( Ｄｅｍｉｎｇ ＆

Ｅｄｗａｒｄｓꎬ １９８２) 在长期与日本企业的合作过程

中ꎬ 对原有模型的改进成果ꎮ 除了这些西方学

者作为 “局外人” 对日本企业的成功经验进行

研究以外ꎬ 也同样有一些受到西方影响的日本

学者作为 “局内人” 总结日本企业的成功经验

并向全世界介绍推广普适性理论ꎬ 例如鱼骨图

的发明人石川馨 (Ｉｓｈｉｋａｗａꎬ １９７６) 教授ꎬ 品质

管理的奠基人田口玄一 ( Ｔａｇｕｃｈｉ ＆ Ｊｕｇｕｌｕｍꎬ

２００２) 教授ꎬ 以及知识管理理论之父野中郁次

郎 (Ｎｏｎａｋａꎬ １９９１) 等ꎮ

随着日本企业在管理与生产方面多年积累

的这些可普适化的经验被总结并传播到西方之

后ꎬ 为西方企业管理带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ꎮ

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麻省理工学院耗费巨资总

结研究了丰田的生产过程并梳理形成的 “精益

生产” ( ｌｅａｎ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体系ꎬ 经由 «改变世

界的 机 器 » ( Ｔｈｅ Ｍａｃｈｉｎｅ Ｔｈａｔ Ｃｈａｎｇｅｄ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一书享誉世界 (Ｗｏｍａｃｋ ｅｔ ａｌ.ꎬ １９９０)ꎬ

进而被诸多非日本企业广泛采用ꎮ 例如ꎬ 在精

益生产体系被介绍到美国之后ꎬ 丰田的诸多竞

争对手 (例如福特汽车) 也通过采纳这些管理

工具进而提高了质量ꎮ

无论是从日本企业获得知识与灵感的德鲁

克、 戴明等西方学者ꎬ 还是石川馨、 田口玄一、

野中郁次郎等日本学者对外推广从日本涌现出

来的全球普适性理论ꎬ 他们的成果极大地推动

了全球管理学的发展ꎬ 但对日本企业更上一层

楼的特殊帮助却相对有限ꎮ 这是因为他们总体

上忽视了原创本土理论研究对日本企业实践进

一步改进与提升的反哺作用ꎬ 尤其是在从原创

本土理论到全球普适性理论的转化过程中忽略

了该理论与本土实践及本土情境密不可分的关

联性ꎬ 因此没能兼顾全球普适性与本土特殊性

的有机平衡ꎮ 此外ꎬ 在大力对外推广日本原创

本土理论之时ꎬ 日本学者逐渐产生了故步自封

的倾向ꎬ 没能持续向外国学习不断更新的理论

与实践ꎬ 尤其是外国在学习日本先进实践之后

的改进与提升ꎬ 因而丧失了这方面的反哺机会ꎮ

例如ꎬ 拥有极致研磨金属技艺的 “小林研业”

承担了第一代 ｉＰｏｄ 的背板金属抛光订单ꎬ 而苹

果则通过仔细观察加工过程并加以改进ꎬ 在后

续的 ｉＰｏｄ 生产过程中采用了机器人完成这一工

艺ꎬ 因而导致小林研业的独特优势在一定程度

上被取代ꎮ 总体来看ꎬ 自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开始

经历了快速发展的日本企业ꎬ 其特有的优势渐

渐消失ꎬ 国家经济发展也步入泥沼ꎮ 简而言之ꎬ

世界通过研究日本企业受益良多ꎬ 而日本企业

却并没有从这些研究中获得进一步提升的独特

回报ꎬ 这一深刻教训对中国本土研究具有重要

借鉴意义ꎮ

在此必须澄清ꎬ 我们并不认为中国不应向

世界输出具有全球普适性的原创本土管理理论ꎬ

而是需要力求兼顾全球普适性与本土特殊性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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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适度保留该理论与本土实践及本土情境密

不可分的关联性ꎬ 还要保持继续向外国学习的

虚心态度ꎮ 从日本企业的发展历史以及日本管

理学研究历程当中ꎬ 我们可以清醒地发现ꎬ 如

果仅仅注重全球普适性ꎬ 就可能忽略对本土企

业所处本土情境的深刻理解ꎬ 以及继续改进与

提升本土实践的努力ꎮ 总之ꎬ 日本管理学研究ꎬ

无论是西方的 “局外人” 还是日本的 “局内

人”ꎬ 都很好地回答了 “西方企业向日本学习什

么” 这一问题ꎬ 却没有深入解决 “日本企业如

何继续发展” 的问题ꎮ 导致这一缺陷最为重要

的原因之一就是企业实践者没有成为主动的研

究参与者ꎬ 而只是被动地接受学者采访ꎬ 提供

实践经验ꎬ 任由学者归纳提炼ꎬ 形成理论ꎮ 因

此ꎬ 日本企业丧失了通过与学者合作ꎬ 共同探

讨如何继续改进与提升本土实践的良机ꎮ 总之ꎬ

解决后一问题的最佳方法ꎬ 莫过于通过 “入世

治学”ꎬ 促成 “局外人” 与 “局内人” 的密切

合作ꎬ 以便开展最有成效的本土管理研究ꎮ 当

然ꎬ “入世治学” 同样有益于全球普适性研究ꎮ

从 “入世治学” 的角度来看ꎬ 通过参与式

研究ꎬ 尤其是 “内外合作共同研究” 这一具体

方式ꎬ 进行兼顾严谨性 (ｒｉｇｏｒ) 与适用性 (ｒｅｌ￣

ｅｖａｎｃｅ) 的学术研究ꎬ 是解决特定情境下复杂

实践问题 (Ｖａｎ ｄｅ Ｖｅｎꎬ ２００７ꎻ Ｖａｎ ｄｅ Ｖｅｎ ＆ 杨

百寅ꎬ ２０２０) 的最有效途径ꎮ 这样的研究ꎬ 仅

仅依靠研究者从外向内观察企业实践ꎬ 已经远

远不足ꎬ 必须引入实践者与研究者共同从内外

双重视角开展研究ꎬ 方能产生最有价值的研究

成果ꎮ 因此ꎬ “内外合作共同研究” 方式可称为

“共同参与性研究”ꎬ 与 “知行合一” 的中国传

统理念不谋而合 (李平等ꎬ ２０１８)ꎮ 这一类复杂

实践问题ꎬ 既可植根于微观个体层面ꎬ 也可以

来自于宏观战略层面ꎮ 以下我们将通过两个来

自不同层面的研究案例ꎬ 阐释局内人在本土管

理研究的作用ꎮ

案例一: 中国企业师徒制研究

韩愈 «师说» 中提出 “师者ꎬ 传道授业解

惑也”ꎮ “师” 的定义在中国流传了千余年ꎬ 而

“师徒制” 这一形式ꎬ 也在各行各业被广泛应

用ꎮ 无论是刚从大学毕业跨入医院的实习医生ꎬ

还是讲究门派流传的相声演员ꎬ 都有一个自己

的 “师父”ꎮ 这里我们所关注的是企业经营业务

领域的师徒制ꎬ 既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 “学徒

制” (ａｐｐｒｅｎｔｉｃｅｓｈｉｐ)ꎬ 也不同于西方的 “导师

制” (ｍｅｎｔｏｒｓｈｉｐ)ꎮ 西方企业在管理实践中大量

应用了 “导师制”ꎬ 在取得良好效果的同时也产

生了许多研究成果 (Ｋｒａｍꎬ １９８３)ꎮ 可能因为两

个词同时带有 “师” 字ꎬ 不少学者直接将 “导

师” 与 “师父” 这两个概念画上了等号ꎬ 用舶

来构念 (ｍｅｎｔｏｒｓｈｉｐ) 在中国进行了大量实证

研究ꎮ

然而ꎬ 中国情境下 “师徒制” 与西方的

“导师制” 尽管有相似之处ꎬ 但仍存在着较大区

别ꎮ 基于研究者之一的本人在大学毕业工作后

有过当 “徒弟” 的经验ꎬ 在开始进入实地调查

收集数据前ꎬ 提出了 “导师制” (基于外在理

论文献) 和 “师徒制” (基于内在实践经验)

的两大区别:

(１) “导师制” 强调了导师和新员工两人之

间一对一的个体联系ꎬ 师徒制则不局限于此ꎬ

通常在师徒关系之外形成类家庭结构ꎬ 例如师

兄 /师弟ꎬ 师爷师娘等ꎮ

(２) “导师制” 有固定期限ꎬ 在导师任期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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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之后ꎬ 双方恢复到同事关系ꎬ 而师徒制则受

到一日为师ꎬ 终身为父的观念影响ꎬ 是一种

“无限期” 关系ꎮ

以上两大区别ꎬ 在普适性 “导师制” 的中

国情境化研究中均被视为理所当然的前提假设

而未曾被讨论ꎮ 在通过对不同行业多家实行

“师徒制” 的企业进行访谈后ꎬ 研究者还邀请了

具有特色 “师徒制” 的企业内部人员加入研究

团队 (周是今等ꎬ ２０１７)ꎬ 通过理论与实践的不

断对话ꎬ 研究进一步发现了 “师徒制” 与 “导

师制” 的差异:

(１) 师 父—徒 弟 关 系 中 的 师 父 一 词 由

“师” 和 “父” 二字组成ꎮ 前者表示导师ꎬ 后

者指代父亲ꎮ 在 “一日为师ꎬ 终身为父” 的观

念影响下ꎬ 师徒之间的关系相比 “导师制” 下

更为紧密ꎮ

(２) 导师制体系下互动主要是专业技能领

域的知识交换ꎬ 而师父要对徒弟提供更全面深

入的支持互助ꎬ 除了授 “术”ꎬ 更要 “传道”ꎮ

此外ꎬ 彼此间有共同师父的徒弟们所形成

的 “师门” 这一类家庭社会网络ꎬ 也折射了儒

家思想对员工的企业行为的影响 (Ｚｈｏｕ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９)ꎮ

案例二: 中庸之道对复合创新的影响研究

资源基础观 (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ｂａｓｅｄ ｖｉｅｗ) 认为ꎬ

企业的竞争优势来源于企业自身特有的有价值

的、 稀缺的、 难以模仿的和不可替代的资源

(ＶＲＩＮ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ꎮ 相比西方优秀企业的资源

优势ꎬ 很多中国企业自身并没有优势资源ꎬ 却

在多变的市场环境中创造了特殊的竞争优势ꎮ

针对这一现象ꎬ 陆亚东教授与合作者 ( Ｌｕｏ ＆

Ｃｈｉｌｄꎬ ２０１５) 提出了复合基础观理论ꎬ 认为一

些具备 “复合能力” (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ｙ)

的中国企业擅长创造性地利用一般资源ꎮ 该理

论解释了现象本身ꎬ 但在为什么复合能力常见

于中国企业而非其他国家企业这一问题上留下

了理论空白ꎬ 是否中国情境本身对复合能力存

在影响?

为了探索这一问题ꎬ 研究者挑选了以中华

传统文化治理企业的方太集团作为观察对象ꎮ

在进行正式的访谈前ꎬ 研究者已与方太集团有

长期互动ꎬ 不仅参加了公司内部的各类活动ꎬ

也与企业各层级管理人员多有交流ꎬ 对企业的

了解日益丰满立体ꎬ 逐步形成了 “局内人” 视

角ꎮ 基于该视角ꎬ 研究者首先在方太的文化中

识别出了中庸之道这一核心思想ꎬ 以此为基础

进一步进行了实地研究ꎬ 又邀请了具有 “局外

人” 视角的西方学者加入研究团队ꎬ 最终得出

了中庸之道的两大维度——— “和而不同” 与

“知己知彼” ———对于复合创新的影响机制:

(１) “知己知彼” 通过平衡外部学习 (了

解潜在机会) 和内部学习 (了解潜在能力) 的

机制来实现复合式创新ꎮ 一方面ꎬ 企业如果仅

仅专注于内部了解潜在能力ꎬ 会过度依赖于自

身过去的经验ꎬ 导致屏蔽了外部的信息和有价

值资源ꎻ 另一方面ꎬ 如果企业仅仅关注外部了

解潜在机会ꎬ 可能会错失发展自己核心竞争力

和特殊文化的机会ꎮ

(２) “和而不同” 通过平衡新颖性与一致

性来实现复合式创新ꎮ 一方面ꎬ 追求一致性让

企业能提供与现有社会规范相吻合的产品和服

务ꎻ 另一方面ꎬ 追求新颖性能为企业脱离现有

的规范和束缚进行创新提供支持ꎮ 在 “和而不

同” 理念引导下ꎬ 企业能同时追求新颖性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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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性ꎬ 在模仿和根本性创新之间找到一个适当

的平衡 (Ｚｈｏｕ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９)ꎮ

二、 “局内人” 与 “局外人” 的

平衡

　 　 以上两个研究案例都以 “入世治学” 的方

法建构了本土理论ꎮ 具体而言ꎬ 以上两个研究

案例都在研究视角方面刻意强调了 “局内人”

与 “局外人” 的平衡ꎮ 因为两者各自具备优势

与劣势ꎬ 而且两者并无彻底相互排斥的必然性ꎬ

可以在一定条件下、 一定程度上相互合作ꎬ 因

而形成相生相克的阴阳平衡关系 ( Ｌｉꎬ ２０１２ꎬ

２０１４ꎬ ２０１６)ꎮ

在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ꎬ 社会学研究就曾对

“局内” (ｅｍｉｃ) 与 “局外” (ｅｔｉｃ) 两种身份的

研究者进行了探讨 (Ｍｅｒｔｏｎꎬ １９７２)ꎮ 本文定义

的 “局内人” 是指与研究对象享有共同 (或比

较类似) 价值观念、 生活习惯和行为方式的研

究者ꎬ 以及实践者 (陈向明ꎬ １９９７)ꎮ 具体而

言ꎬ 如果我们将 “入世治学” 与跨国研究融合ꎬ

我们可以提出两个划分 “局内人” 与 “局外人”

的不同维度ꎮ 首先ꎬ 依据理论与实践划分维度ꎬ

我们可以将企业实践者视为 “局内人”ꎬ 因为他

们最接近现象本身ꎬ 其 “入世” 的程度最高ꎬ

而 “局外人” 只能通过外部观察来了解 “局内

人” 的行为和想法ꎬ 即最接近理论文献的研究

者ꎮ 其次ꎬ 依据本土与国际划分维度ꎬ 我们可

以将本土研究者与本土实践者视为 “局内人”ꎬ

因为他们最熟悉本土历史与现实的情境ꎬ 而外

国研究者与实践者则可被视为 “局外人”ꎮ 在研

究过程中ꎬ 以上两种类型的 “局内人” 与 “局

外人” 通过积极互动与密切合作ꎬ 即通过实践

现象与理论文献、 本土视角与国际视角两个方

面的不断对话与融合ꎬ 最终形成既能为全球主

流学术界所理解接受ꎬ 也具有本土情境特色且

能反哺本土企业的本土原创理论ꎮ

表面看来ꎬ “局内人” 似乎比 “局外人” 在

“入世治学” 与本土研究方面更具优势ꎬ 其实不

然ꎮ “局内人” 也有自己的劣势ꎬ 主要表现在路

径依赖 (ｐａｔｈ－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的局限性方面ꎬ 因此

产生 “不识庐山真面目ꎬ 只缘身在此山中” 的

问题ꎮ 因此ꎬ “入世治学” 与本土研究需要

“局内人” 与 “局外人” 的密切合作ꎮ

在以上共同参与性研究过程中ꎬ 具有 “局内

人” 与 “局外人” 双重身份的跨界人士 (ｃｒｏｓｓ￣

ｏｖｅｒ) 能够起到最为重要的桥梁作用ꎮ 我们将跨

界人士广义定义为从 “局外” 跨界到 “局内”ꎬ

或从 “局内” 跨界到 “局外” 的研究者与实践

者ꎬ 包括 “入世治学” 与跨国研究两个维度ꎮ

例如ꎬ 当外国研究者对中国学术文献或实践活

动深度了解ꎬ 并且能够深度参与之时ꎬ 就成为

跨界人士ꎻ 当实践者对学术理论文献与研究方

法深度了解ꎬ 并且能够运用自如之时ꎬ 也就成

为跨界人士ꎻ 当研究者对企业实践深度了解ꎬ

并且能够深度参与之时ꎬ 就成为跨界人士 [例

如ꎬ 从 “入世治学” 维度ꎬ 外国的跨界人士包

括最近去世的克莱顿􀅰克里斯坦森 (Ｃｌａｙｔｏｎ Ｍ.

Ｃｈｒｉｓｔｅｎｓｅｎ)、 亨利 􀅰 明茨伯格 ( Ｈｅｎｒｙ Ｍｉｎｔ￣

ｚｂｅｒｇ)ꎬ 还有戴维􀅰蒂斯 (Ｄａｖｉｄ Ｊ. Ｔｅｅｃｅ) 与加

里􀅰哈默 (Ｇａｒｙ Ｈａｍｅｌ) 等ꎬ 中国的跨界人士包

括曾鸣、 廖建文与陈威如等]ꎮ 必须指出ꎬ 跨界

几乎不可能达到完美ꎬ 只有程度不同的差别ꎬ

而且绝大多数跨界人士还是以 “局外人” 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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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主ꎮ

我们认为ꎬ 跨界人士在本土管理研究过程

中具有以下关键作用:

１􀆰 发现或创造 “入世治学” 机会

由于与研究对象共享同一情境ꎬ 或在理论 /

实践维度ꎬ 或在本土 /国际维度ꎬ 跨界人士对常

用本土概念与实践情境具有相对深刻领会ꎬ 可

以比较敏锐地捕捉到企业管理中有情境特色的

因素ꎬ 在与本土企业的初期对话 (尤其是非正

式对话) 中比非跨界人士更容易找到问题的关

键所在ꎬ 便于完成 “入世治学” 的第一步ꎬ 即

问题规划 (Ｖａｎ ｄｅ Ｖｅｎ ＆ 井润田ꎬ ２０２０)ꎮ 换言

之ꎬ 作为桥梁ꎬ 跨界人士能够帮助 “局内人”

与 “局外人” 有效对话ꎬ 因此有助于双方的积

极互动与密切合作ꎮ 这对发现或创造 “入世治

学” 机会具有特殊意义ꎮ

２􀆰 构建对话平台

非跨界人士 (既包括纯外国学者与实践者ꎬ

也包括接受西方训练且缺乏长期本土生活经验

的中国学者ꎬ 还包括缺乏实践经验的学者与缺

乏理论基础的实践者) 可能很难对特定情境下

隐含的微妙之处产生深刻理解ꎬ 往往只能从单

一视角出发观察企业现象或理解理论文献ꎮ 与

此相反ꎬ 跨界人士可以借助与研究者和研究对

象相似的身份检视企业现象与理论文献的一致

性与差异性ꎮ 这两种不同的视角就像人的左右

双眼或左右半脑ꎬ 充分融合后才能形成完整的

“视域” 或全面思维能力ꎮ 这一充分融合的过

程ꎬ 需要跨界人士作为桥梁与平台ꎬ 基于自身

对研究者与研究对象双方的深刻了解ꎬ 促进多

元视角的充分对话ꎮ

３􀆰 反哺企业应用

对于研究者而言ꎬ 或许论文发表可以视为

阶段性成果ꎬ 但是对于实践者来说ꎬ 这恰恰是

将研究成果应用于实践的起点ꎮ 只有理论成果

与实践活动不断互动ꎬ 才能促进管理水平与研

究水平的共同提高ꎮ 对于将本土管理研究成果

应用于指导企业而言ꎬ 非跨界人士由于对理论

成果和 /或企业实践情境缺乏细致深入的了解ꎬ

很难把学术成果转换成符合企业需要的 “药

方”ꎮ 跨界人士则可以基于对理论成果与企业实

践情境双重的深入体察和了解ꎬ 有效帮助企业

应用研究成果ꎮ 换言之ꎬ 跨界人士对于研究成

果反哺企业应用具有特殊意义ꎮ

总之ꎬ 跨界人士是促进理论研究与企业实

践之间、 全球普适性与本土特殊性之间良性循

环的关键桥梁与平台ꎮ

三、 结语

宋代禅宗大师青原行思提出参禅的三重境

界: 看山是山ꎬ 看山不是山ꎬ 看山还是山ꎮ 从

“入世治学” 与本土研究的角度来看这三重境

界ꎬ 第一重境界观察到的是表面现象ꎬ 第二重

境界发现的是理论文献与实践活动之间的重大

差异ꎮ “入世治学” 与本土研究必须走入山中ꎬ

但又要突破 “不识庐山真面目ꎬ 只缘身在此山

中” 的局限ꎬ 达到 “会当凌绝顶ꎬ 一览众山

小” 的境界ꎮ 换言之ꎬ 我们既需要 “局内人”ꎬ

又需要 “局外人”ꎬ 两者的密切合作才能有效建

构更有高度的原创本土理论ꎬ 这对跨界人士的

桥梁作用提出特殊要求ꎮ 以上拙见ꎬ 也是我们

一直锲而不舍、 孜孜以求的目标ꎮ 与各位共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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